


罗振玉与 1920 年“京旗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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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近现代民间慈善救济公益活动事业中，清遗民群体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民间慈善救济事业

中竭尽全力进行社会动员，并以出售个人书画作品、藏品等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本文以清遗民代表人物罗振玉并主持的

1920 年“京旗赈灾”为例，以近年来新发现的诸种相关新文献为依据，厘清罗振玉从事慈善活动的家庭与社会因缘、赈灾手

段等内容，着重揭示此次赈灾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在还原罗振玉慈善家身份的同时，进而探讨“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

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清遗民群体与民初时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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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罗振玉一生中曾多次助赈救灾，如 1917 年河北诸省大水，罗

氏鬻长物得两万元以助赈。1920 年秋季华北大饥荒，罗氏发起“京旗赈灾”等，其义行在当时的报

刊上亦有提及。近年来，随着《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手札》《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

报告》①和《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的整理与《徐乃昌日记》的影印出版，关于罗振玉赈灾的相

关实务，特别是 1920 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罗振玉发起“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等诸

种善举得以细节具见，由此，我们始能还原出罗振玉罕为人知的一个形象———慈善家。② 现代慈善

救济强调“标本兼治”，即把救急治标的赈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建设相结合，研究者往往将

1921 年秋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及后继活动视为这一理论的最初践行者，③其实 1920 年的“京旗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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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明整理《罗振玉手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 第 18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68—
291 页; 丁小明整理《罗振玉手札( 续)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 第 19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4—190 页; 丁小明整理《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所编《历史文献》( 第 20 辑) ，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8—415 页。
1920 年罗振玉发起“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的文献记载，主要来源于罗振玉自传《集蓼录》及罗振玉长孙罗

继祖所著《我的祖父罗振玉》《庭闻忆略》《永丰乡人行年录》等书，其中《我的祖父罗振玉》(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 附录中有

《罗振玉与京旗赈济》一文专题介绍此事。此外相关记载亦散见于罗振玉友朋手札及清遗民日记如《郑孝胥日记》《徐乃昌日记》等

中，只是以上文献涉及“京旗赈灾”的记载多简略、零散。陈晶华《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9 年版) 中《赈济灾荒及救

济贫民》部分有关 1920 年罗振玉京旗赈灾的介绍，所用材料不出罗振玉自传。2015 年，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分别

发现《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和《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这两种关于“京旗赈灾”的第一手文献，无疑将

对“京旗赈灾”的研究起到较大推进作用。有关民国初年北京旗民生存状况，可参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

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 2002 年版; 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专题研究则以常书红《民初旗人的平

民化及满汉文化交融》( 郑师渠主编《近代文化研究》第 3 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339—368 页) 一文较为深入。目前国内外

学界关于“京旗赈灾”与“京旗生计维持会”的研究尚无深入专门的成果出现，需要民国灾荒史、慈善史及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予以关

注。
参见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0 页;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 页。



及“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标本兼治”的系列慈善活动尤在华洋义赈会成立前，“京旗赈灾”践行现

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先路之功不应被忽视。再者，“京旗赈灾”由于关联清遗民与北京旗民这两个特

殊群体，所以这一慈善救济活动中既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憙，也隐藏着清遗民群体在民初政坛上欲

说还休的政治诉求。凡此种种，皆是本文需要着力揭示的。

一 罗振玉的慈善因缘与赈灾手段

罗振玉在 1920 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的善举而被柯劭忞称为“今之佛子”，追根溯源，除了儒家

教育中“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的浸染，罗氏家族对慈善事业的身体力行，其师友如经元善、刘鹗、盛
宣怀等人在慈善活动中的垂范作用，凡此种种外在条件，对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活动无疑有一定的

影响与推动作用。
上虞罗氏历来有施济义粟仁浆以救一方难众的家族传统，罗振玉所编《上虞罗氏分谱》中记载:

先高邮公令高淳，先王妣( 方太淑人) 撤簪珥，助赈灾。……山阳旧有施药局，以资绌，且中

辍。( 先王妣) 乃捐数百金置田收租，以充常费。同治丙寅冬，岁饥，道殣相望，出资掩埋，并施

田数十亩为义冢，俾闻思寺僧主之，以垂久远，如此之类，不及备书。①

先妣( 范氏) 性质慈祥，见人有急难，虽典质俱穷，亦必思所以拯之。邻曲以困苦告，无不勉

应。有以窘迫及他事故服毒自杀者，命予储药待之，虽深夜，必令亲往，岁辄活数人。故弃养之

日，邻右莫不哭失声。②

由此可见，祖母方太淑人、母亲范氏是罗振玉最初的人生导师，她们的种种善举为罗振玉培植

了一颗仁慈之心，晚年罗振玉在回忆祖母方太淑人时不无深情地写道:“自先王妣弃养，逮今且四十

年，虽谨守家法，不敢违越。”③而母亲范氏对罗振玉既有“见人急难，必思以拯之”的“身教”，更有

“命储药”而“深夜往救服毒自杀者”的实际历练。显然，以仁爱之心来行助人之善是“积善之家”上

虞罗氏家法的核心内容，也是罗振玉慈悲心肠的渊源所在。
当罗振玉走向社会，师友中如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的仁风善举对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以经元善为例，他是清末在洋务运动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江浙绅商代表人物，在民办义赈及教育等领

域贡献亦大。1878 年的“丁戊奇荒”中他毅然将祖业仁元钱庄歇业，创办“协赈公所”，其后广泛开

展，民间救灾活动，被《申报》评为“第一善举”与“有赈以来第一艰巨之任矣”。④ 经元善与罗振玉有

着同乡兼同道的多重关系。一方面，经元善是罗振玉上虞乡前辈，罗振玉初到上海时即得经氏提

携，在经氏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多次出现罗振玉的身影。如 1897 年 11 月经元善为创办中国女学在

一品香举办的会议中就有“罗叔韫明经”。另一方面，他们在民办教育领域是志趣相投的同道。经

元善晚年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罗振玉则专注于农学推广及外文人才的培养。1898 年经元善与罗

振玉共同发起创办上虞农工学堂，经元善捐银一千两、罗振玉捐钱三百两。农工学堂后虽因戊戌变

法的失败而夭折，从中仍可见经罗二人志趣之投、交谊之深。后经元善刊行《居易初集》时，罗振玉

在集后跋语中不掩他对这位乡前辈的崇敬之情:

大集敬读一过，字字从性真流出，刻刻以利物为心，洵当世第一等文字。后生小子，若得日

诵此编，则成德不难矣。昨议余上农工，颇有不易就绪之势，然天下事，以宁武之愚行之，终当

大偿所愿也! ⑤

“利物”出自《庄子》“爱人利物即仁”一语，“以利物为心”即“以爱人为心”的成仁之道，罗振玉

·521·

罗振玉与 1920 年“京旗赈灾”

①

②

③

④

⑤

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 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页。
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 11 册，第 15 页。
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 11 册，第 13 页。
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罗振玉:《居易初集跋》，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 337 页。



此处“利物”当为《居易初集》中近一半的关于义赈善举的文字所发。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慈善

家，不论是经元善“刻刻以利物为心”的办赈理念，还是“以宁武之愚行之”的具体办赈事务，对乡晚

辈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事业应该都产生了深刻的垂范作用。
当然，要在慈善事业上修成正果而被历史铭记，最终还是要有付之实践的具体善举。如何才能

保证善举的具体实施呢? 一般来说，作为慈善家的必要条件是应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否

则空有满腹的仁爱之情，是成不了慈善家的。沈曾植曾赞颂罗振玉的助赈善举:“罗君章有唐年雪，

挥手能疗天下饥。”诗中的表达比较文学化，但挥手之间就能救济天下灾荒的慈善家，无疑应具有超

强的经济实力。那么，罗振玉的经济情况到底怎样? 先看罗氏本人的“夫子自道”:

弟一穷措大，能以长物活灾黎，复得公与梦兄之毅力热心，妥为处理，所谓深合下怀，求之

不得者也，恨广厦大裘之志不能偿百万分之一耳。①

吾国水灾日广，民生凋弊，弟虽世外余生，念之痛切，欲略加振恤，而力不副心。此帖若得

售出，尚祈将此六千四百元者皆悉数由公径送振局( 写雪堂退士，不必写弟名也) 。②

以上两信皆为 1920 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罗振玉写与金颂清商量如何赈灾。罗振玉在信中

自称是“穷措大”，这绝非谦逊，事实上，他三十岁从淮安出来打天下，所带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担行李

而已，后来事业做大，经济好转，但食指渐多，且罗振玉又有好古收藏之癖，所以日常生活中时常入

不敷出。尽管经济上“力不副心”，但罗振玉的“广厦大裘”之志未曾稍减，那么，他用于“活天下灾

黎”的赈灾资金又是从何渠道而来的呢?

从新发现的《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的记载可知，“鬻字、出售所印书

籍、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是罗振玉筹措赈灾资金三种手段。就“鬻字”而言，可从《鬻书助赈润

例》这样的文献中获知一些具体细节。如 1917 年河北水灾时，罗振玉曾在 11 月 8 日的《时报》上刊

登《永丰乡人鬻书助赈》的广告:

鄙人世外陈人，兼以忧患衰病之余，不复能以薄技娱人。今者水患延及数省，吾民何辜遭

此昏垫，每一念及，寸心惨痛。今拟忍病写篆隶书百纸，鬻以代赈。润例如下: 四尺宣纸对开屏

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不书上款。
由上海三马路新闻报馆斜对面三九八号蟫隐庐代收，收款时当付书件并请示芳名居址，仍

以诸君衔名汇齐送赈局，俟得赈局收据，即送交诸君，以昭凭信。③

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1917 年条中亦有相关记载:

乡人又力疾作篆书四尺对剖条幅百纸，每纸售十元，四纸全售则三十元，寄京师托董授经

代售，附书言: 平生不欲以薄技娱人，今为灾黎作书，固所愿也。④

比较两处的润例可知，1917 年河北水灾期间罗振玉曾在京沪两地鬻书助赈，润例相同，四尺宣

纸对开屏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在北京代售罗振玉书法者为董康，上海则为罗振玉弟罗振常，

即“蟫隐庐”。至于 1920 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及其后的罗振玉的“鬻字”生涯，可从收藏家王鹏

所藏雪堂亲笔所书的《自订助赈润例》一纸中略见端倪，由于材料少见，现全文迻录如下:

去岁以北地奇灾鬻书助振，预期三月，现已逾限，本欲即行停止，近因京旗生计维持会筹款

维艰，爰展限三阅月，改订润例如左:

篆书直幅，四尺对剖，每条五元，约四十字左右，字多照加。篆书四尺中堂，每轴十元，约八

十字左右。篆书四尺对联，每副八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
篆书横额斋榜，四尺对剖五元，整纸十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篆书纨扇、箑扇，每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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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二十字左右，字多加倍。不界格不书，例外不书。
润资先惠，京津十五日取件，外省一月取件，辛酉二月，雪翁谨白。
收件处: 天津河北大胡同商务印书馆，日界寿街天津日报社。日界旭街日日新闻报馆。法

界嘉乐里口，诒安堂金石书画经籍铺。北京琉璃厂东口，延古斋古玩铺; 西砖胡同法源寺内，文

楷斋刻书处。上海静安寺路民厚东里四○二号，罗寓。①

上则润例与 1917 年的润例有几项不同之处: 一、设有时限，即润例中所说的三阅月，从辛酉二

月的时间向前推三月，正是罗振玉开始赈灾的 1920 年 11 月。时限设定说明鬻书助赈比较明确指

向 1920 年末的华北大饥荒。二、书件从 1917 年的“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与四幅”的两种形式，增

加到“四尺对剖直幅，四尺中堂，四尺、五尺、六尺对联，横额斋榜，纨扇、箑扇”五种，形式的增加说明

罗振玉书法有着相当的市场需要，通过“鬻书”可以筹措到不菲的助赈经费。如他致王国维的信中

就有“弟连日作助振书近一星期，每日可得字价二百元，大约千元可得”云云。② 三、鬻书的书体从

1917 年的篆隶书到 1920 年清一色的篆书，这一变化既说明市场对罗振玉篆书，特别对是他的甲骨

文书体的认可，也说明罗振玉甲骨文创作的成熟期大体就在 1920 年前后，1920 年 2 月，身陷赈灾事

务之中的罗振玉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他在此书的跋语有云:

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辍其半。去冬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
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

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③

罗振玉能在百忙之中用“三日夕得百联”，并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当是他在四个月中

鬻书助赈中大量书写甲骨文对联的意外收获。这样的推论与联系应是合理的。
只是，面对 1920 年冬季灾情汹涌的华北大饥荒，在“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的

情况下，④罗振玉致信友人金颂清，委托他于京城江西会馆开展览会，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

颂清仁兄大人阁下: 昨拜教，知公奔豫振，如谋其私，钦佩不可言喻。弟当戊午北省水灾，

曾将寒斋书画金石变价得二万余元，以充振恤。虽如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董北苑之《江南

半幅》、马和之《唐风图卷》，为宇内有数之名迹，平时守护如头目者，均割弃不复惜。盖恻隐与

好古，固不能无所取舍也。归国年余，虽典鬻琴书以糊口，然平日所笃爱之品未忍割弃。今南

中有风潮之厄，北省罹旱魃之灾，中渚哀鸿，伤心惨目。爰将平日所不能割舍之物，推与灾黎共

之，拟仿东邦即卖展览会办法，手订条例，烦公为会主。灾黎幸甚，鄙人幸甚。耑此奉恳，即请

筹安。弟振玉再拜。⑤

由此可知，罗振玉为 1917 年北省水灾赈恤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而得款甚巨的关键，是他毫

不吝啬地将“平时守护如头目者”的宇内有数之名迹如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董北苑之《江南半

幅》、马和之《唐风图卷》尽数变卖所致。此处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就是沈曾植赞颂罗振玉诗句

“罗君章有唐年雪”中的“唐年雪”，此画在明万历年间被收藏家冯梦祯发现，又经董其昌揄扬而成

为名闻天下的王维画作，收藏家有如此巨迹却能为拯救天下灾黎“割弃不复惜”，非极高境界不可

为。
正是有了 1917 年的经验，1920 年召开展览会出售书画金石拓本，兹事虽出于仓促，好在罗振玉

尽出所藏之精品，委托主事者金颂清又擅于古物卖买一道，且二人都是“奔走豫振，如谋其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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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振玉:《自订助赈润例》，深圳寄梅堂主人王鹏藏。
《罗振玉致王国维》( 1921 年 3 月 2 日)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

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罗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跋尾》，《集殷墟文字楹帖》，罗氏贻安堂 1921 年版。
《北京拯济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云: “乃卖字所入，不得巨款。书籍券寄都中厂肆售之，厂肆适开书画展览

会，三日仅售二纸。”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20 辑，第 409 页。
《罗振玉致金颂清信札》，《雪堂所藏金石书画目录》，罗氏贻安堂，1920 年，第 2 页。



善士，自然都是全力为之。展会毕后，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云: “此次展览成绩尚佳，售价二万元有

奇，计捐京旗急振八千元，京旗生计维持会一万元，淮振二千元，聊尽此心而已。”①

二 “京旗赈灾”始末

在 1920 年冬季的华北赈灾中，罗振玉身影极为活跃。一方面，他将变卖“书画金石拓本”之所

得慷慨捐献给京旗“灾黎”; 另一方面，又“邀集京津同志”共襄赈灾善举，并积极奔走于京津沪三

地，努力劝捐，在获得巨额善款捐助后，对京旗“灾黎”的救助事业进行系统规划，富有创见地设立

“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现代慈善教养救助机构，以谋京旗生计的久远之计。凡此种种，不但使得

1920 年冬季的“京旗赈灾事件”在近现代中国慈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慈善家的罗振

玉，当然也名留青史。
1920 年秋冬华北大饥荒的大体情况，《申报》上《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一文报道:

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灾民人数三千五百万。据各方面报告，直鲁豫之灾情奇重，陕西亦

告歉收。美使署及本京教士商人接内地外人邮电云，大概灾区由保定以下直达河南南部，约长

二千里，或六百英里，由东至西平均一百五十英里，最广之处为由陕西边境至山东潍县，相距计

一千里，或三百英里，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人口由三千至三千五百万，如无大宗之紧急赈济，

仅赖百分之八收成以糊口，势必死亡相踵。②

“京旗赈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发起“京旗赈灾”的缘起，《北京拯救极贫京旗

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有所说明，兹录如下:

京旗生齿日繁，生计日绌，由来已久，逮辛亥以后，京饷不能按期发给，财力既匮，又不能执

业自活，固已十室九空，饥寒交迫，数年来，饷发无期，加以近畿之兵祸、水旱之频仍、物价日昂，

生机益绝，转徙沟壑，甚至阖门自尽。京旗既视死如归，旁观亦习为故常，人数众多，无从援手，

胶州柯凤荪京卿劭忞恻然闵之，乃走天津，商之上虞罗叔言参事振玉，共筹拯救之策。柯君自

愿出千元为之倡，天津李嗣香学士立捐千元以应之，罗君认□□元，然以十年流离转徙力且不

能自赡，款实无所出也。乃邀定海方药雨太守若为之助，方君乃募南商在津演剧，助振之款七

百余元，合以鬻画之资共千元，此为本会最初之起点。③

“京旗赈灾”当是针对京旗这一群体而进行的专项施救，尽管在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伸出援手

时已申明“本会专谋维持京旗贫民筹设各种生计，俾得自食其力为宗旨，不关系政治”的宗旨，不可

否认是他们与京旗之间仍有着一层“大清旧人”的情谊认同。而罗振玉等人之所以选择“极贫京

旗”来施救，尚有一层原因是，此次灾情之浩重，实非普通人力所能及，若不缩小范围进行专门施救，

实难见效果。从罗振玉的慈善救助生涯来看，他绝非只是有选择地救助旗民，如在 1917 年北省水

灾助赈、1920 年“豫赈”、1921 年“甘赈”、1924 年“豫赈”中都是“有善无类”，一视同仁施救的。
《报告》中“极贫京旗”一词所指，当是指京旗中面临生存之虞的那部分弱势群体，那么，“极贫京

旗”的这一身份又是如何界定的，他们在京旗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他们在民初社会中又处于一种

怎样的生活状况呢? 下文先略作厘清说明。
要了解“极贫京旗”的具体状况，就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后的满汉关系这一命题。民国肇兴，废

黜八旗制度与旗人特权，主旨是改变旗人阶层的寄生性，其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当然，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民初最显著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裹挟其间的绝大多数旗民而言，失去的绝非仅

仅是衣食无忧的生活。阎崇年曾将辛亥后京旗社会身份的变化及所面临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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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 1920 年 11 月 1 日)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

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06 页。
《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申报》1920 年 9 月 14 日，第 6 版。
丁小明整理《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20 辑，第 409 页。



“称谓、政治、经济、住区、地位”的五大变化与“民族歧视、生计困难”这两大问题。① 据《民国日报》
1920 年 5 月的《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所载，当时的京旗为生计所迫，总人数的 70%—80% 已

转型成为引车卖浆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或是学门手艺，或是做点小本生意，或是走上街头卖艺，甚至

沦为卖苦力的车夫。如此急速的社会身份转型不只出现在普通旗人家庭中，一些满族贵族与达官

显宦也难免“旧时王谢”转变为“寻常百姓”的命运。可以说，改朝易代留给京旗这一族群除了不尽

感伤的心灵史，还有一段段“到处潜悲辛”的生存史。
据甘博调查统计，到 1919 年，北京及四郊的旗人有 30 万左右，占北京总人口的 25%左右。② 上

节言及的京旗中的 70%—80%已转型成普通劳动者，即在北京约有 20—24 万旗人是徘徊在温饱的

生存线上的，之所以这样推断，当然是基于丰年无灾的情况下，而一旦遇到 1920 年这样的几十年未

遇的大旱灾，北京这 20—24 万旗人中的绝大多数极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罗振玉“京旗赈灾”中的

对象———“极贫京旗”，“京旗赈灾”所要救济人数将达到当时北京总人数的 20% 左右，面对如此浩

广的难众，不要说罗振玉、柯劭忞这样并无恒产的晚清遗民，就是北洋政府一时之间也是无力全部

救济的。事实上，当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一旦确立以“极贫京旗”为施救对象后，并非不知道他们所

面对任务之艰巨，在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也坦言“力少任重，此事竟无穷境，但有进一步是一步”。
赈灾首先之事是筹款，罗振玉个人筹款助赈之事实在上节已多有提及，新发现文献《北京拯救极贫

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则有更全面与细致的交代:

柯君返京，罗君筹进行之策而所谋辄阻，乃设三策: 一，鬻字。二，将在海东所印书籍值万

元编为彩票万元出售。三，将平生所藏书画金石拓本编目，开展览会出售。乃卖字所入，不得

巨款。书籍券寄都中厂肆售之，厂肆适开书画展览会，三日仅售二纸。冬十月，乃请嘉兴金颂

清文学兴祥主任于京城江西会馆开会展览，及开会，得价二万余元，乃以二千元充豫振，以万八

千元充京振，并邀集京津同志，设北京拯济极贫会以施急振，设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规久远。以

先后所得二万元有奇，以万元放急振，以万元为生计维持之基础。京会设于太仆寺街柯宅，并

于津沽法界嘉乐里罗寓设分会。于是本会乃略具基础，遂由京会同志印小启以募义金。③

如上所见，在“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的情况下，筹款之策最终还是落实在开

展览会出售罗振玉私藏的法书名画及珍贵金石拓本这样的“长物”上，收获颇丰，并由此奠定京旗赈

灾的基础。据叶公平考证，为了施救华北水灾中的难众，北京的收藏家曾在 1917 年的年底举办一

次规模盛大的“京师书画展览会”，④由此可知，开古书画展览会出售展品用以赈灾并非始于罗振玉

的京旗赈灾义卖，但是 1917 年“京师书画展览会”是集京师收藏家之所有而出售，1920 的罗振玉京

旗赈灾义卖则只是出售他个人藏品，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可见罗振玉赈灾的决心。
在获得两万多元善款后，罗、金二人才得以实施他们的赈灾计划: “乃以二千元充豫振，以万八

千元充京振”，而“邀集京津同志，设北京拯济极贫会以施急振，设‘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规久远”一

事，并非罗振玉赈灾之初意，实是随着灾情日重与同道中人渐多始有此提议。这一变化过程在罗振

玉致金颂清的信中也有言及:“据小儿历次调查报告，惨不忍言，仍非极力设法不可。弟初意在竭一

人之力，不加劝募，然继念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未可以此自隘。”⑤显然，由私人性的赈灾行为升级到

鸠集同道的群体举动，甚至设置机构进行成规模、系统性的赈灾，既是形势之使然，也是罗振玉审时

度势后大力推动与奔走南北、尽心操持的结果。当然，为“维持会”奔走劝捐的事实亦见于《报告》

·921·

罗振玉与 1920 年“京旗赈灾”

①

②

③

④

⑤

阎崇年:《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序言》，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第 3、4 页。
转引自常书红:《民初旗人的平民化及满汉文化交融》，郑师渠主编《近代文化研究》第 3 辑，第 340 页注释 1。
丁小明整理《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20 辑，第 410 页。
见叶公平:《1917 年京师书画展览会》，《美术学报》2018 年第 6 期。著名画家陈衡恪曾为此事绘《读画图》纪当年盛事，并

自跋云:“丁巳十二月一日，叶玉甫、金巩北、陈仲恕集京师收藏家之所有于于中央公园展览七日，每日更换，共六七百种，取来观者

之费以振京畿水灾，因图其时之景以记盛事。”
丁小明整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17 辑，第 135 页。



中:

罗君于京津会成立后建议，北省旱灾至广，募捐者林立而应者已疲，且款项多出自南中，乃

亲至沪江，邀集上海同志设沪会于毗陵盛氏广仁善堂，由金坛冯蒿庵中丞煦主之，毗陵盛庄夫

人、贵阳陈小石制军夔龙、南浔蒋孟 孝廉汝藻、闽中郑苏勘方伯孝胥诸君首出义金以为之倡，

南陵徐积余观察乃昌及嘉兴金君颂清复为联络诸善堂、各慈善家，并筹画一切，于是南方义金

乃至。①

由报告内容可知，“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虽成立于京津，但因“北省旱灾至广，募捐

者林立而应者已疲”，其初主要义金除罗振玉出售“长物”之外，则是他于十月底“亲至沪江，邀集上

海同志设沪会”后，②由冯煦、盛庄夫人、陈夔龙、蒋汝藻、郑孝胥首出义金以为之倡，而徐乃昌、金颂

清联络诸善堂、各慈善家，于是南方义金乃至。在这背后真正“筹画一切”的正是罗振玉，而助力最

多者则是徐乃昌与金颂清，这点在《徐乃昌日记》1920 年十一月中有所记载，如:

十一月初四，访罗叔蕴于民厚北里，纵谈。晚，静庵约同叔蕴至佛陀街正兴馆便酌。散后，

同叔蕴至济生会晤李子光，华洋义振会晤叶慎庵，慈善会晤徐乾麟。初六，晤罗叔蕴，知昨商陆

维镛振务尚满意。初七，午后至李伯老，谭北京振济极贫会旗民生计维持会，叔蕴来沪情形，后

至叔蕴一谭。③

由《徐乃昌日记》可见，罗振玉在十一月初四晚，在徐乃昌陪同下，为京振一事先后“至济生会

晤李子光、华洋义赈会晤叶慎庵、慈善会晤徐乾麟”，一晚分赴三处会晤沪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其

劝募活动可谓密集与奋力。十一月初四、初六、初七这三天，罗、徐二人皆有会面，他们的频繁联系

无疑都是为了“筹画义金”。而在罗振玉离沪北上之后，他仍与徐乃昌以书信的形式保持联系，从初

八致廿九日，罗振玉分别六次致信徐乃昌商量赈灾劝募事宜:

初八，金颂清来示叔蕴《乞振启稿》并《会员名单》。
十六日，金颂卿来谭，交新印北京拯救极贫会捐册十本 ( 沪字一百七十一号至一百八十

号) 、罗叔言函。
十八日，金颂清来交叔蕴第二书，述京振，急盼万余元。
廿二日，颂清来云，昨晤朴成，广仁堂先汇京会一万元，并交北京来电……致叔言书，述捐

款情形。
廿三日，金颂清来告，以仁济堂捐助极贫会一千元。
廿四日，金颂清来告，拟商安徽同乡拨振余。
廿七日，致罗叔言书，颂清交叔言来书二通。
廿九日，颂清来交叔言书。使得南北呼应，南方散而离开北方后。④

由《徐乃昌日记》可知，奔走南北的罗振玉无疑是“拯救极贫京旗”筹划义金的中坚与灵魂人

物，没有他南下上海发动劝募，就不会有上海诸多慈善机构及友朋们的慷慨解囊。而罗振玉离沪北

上后，“京旗义赈”海上劝募事业由徐乃昌主持，徐乃昌对京旗赈灾甚是尽心，不但劝募广仁堂、仁济

堂捐助万余圆，应罗振玉之请从安徽赈款、宣城赈款中商拨数千元以应京旗之急，还说服华洋义赈

会捐赠棉衣、粮食若干给京旗，罗振玉对徐乃昌的善举也表示“忻佩不可言状”。徐乃昌作为京旗生

计维持会沪会主要负责人，对京旗义赈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应当说，罗振玉的南下劝募活动成果颇丰，他致王国维信中提及劝募所得的善款数:“弟南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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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捐到约三万元，连弟所捐，得五万元，不为甚少。”①但是在罗振玉南下劝募期间，北方的劝募活动

“一切进行似甚迟钝”，据《报告》所载:“罗君北归，京津同志以募捐启虽散出而捐款不畅，乃相与邀

集在京当道及银行家，商集义金，毘陵董授经康售藏石得千元以为之倡，银行家继之，于是北方义金

亦日集。”由此可知，正是罗振玉积极奔走于京津沪三地，努力劝捐，才最终为极贫京旗获得巨额善

款捐助。善款到位后便是放赈救灾，这一过程亦见之于《报告》:

十月望，经始施放急振，先从西北始，而驯及西城，及捐款日集，乃以渐推而遍。内城而外

城、而三山、而东西陵，最后放密云防营。其放西城及内城十区者，为文星阶阁学海，东城及左

三、左四、东郊为奕君绍敏，北郊为宝沈厂侍郎熙，南郊为舒君子宽敏，右三、右四及西郊为京师

贫民救济会，三山为英君敛之廉，西陵为荣君厚丞深，东陵为吴君新余焕章，密云为宋君松乔栢

寿。至辛酉四月，急振乃告结束。②

由此可知从 1920 年 11 月到 1921 年 5 月的放赈救灾的情况。施赈不但有区域分工，还确定每

个区域的具体负责人，使得大家能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同时，因善款不是一步到位，所以施赈的区

域也区分了先后缓急。从这些安排可见罗振玉主持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计划周密、组织严谨，

也保证了赈灾活动最终能较为圆满地完成。至于放赈的具体细节，在罗振玉致金颂清信札中有较

多记载，因其史料性极高，故迻录如下:

弟随同调查，始知悲惨之状有非意想所及者。连日所见，贵族有肃王之堂弟，又某侯爵夫

妇、某佐领等人，皆身居大屋，而全家无一丝半菽，宅中门扉窗棂均摧以代薪，家人之老者始有

麻布米袋缚系上身，下体置牛藳中或废纸中，人皆拳缩如猬，奄然一息。贵族如此，其它可知。
又发见老妇年八十余，死已逾旬，孝子亦六十余，守尸痛哭，巡警为之募化，才得铜子六十余枚，

生者得以苟延，死者仍不能敛衾中，给以二元，始得埋葬。大抵近日穷民闻有放振者，故忍死得

振，自尽者遂少于往日，然待振不至而饥寒以死者，仍每日不绝。文阁学放振精细切实，颂声载

道，然因款项甚绌不敢放手，散衣时有少女身有一敝单衣，下体遮以草荐，遂亦不复给衣。弟以

问阁学，阁学言若如此亦给之，则再得万袭亦不足。弟目击此状，泪下不能遏止。③

《报告》中虽无直接的施赈人数，却有按区域施赈的金额及接受的户数，可约略推算“极贫京

旗”人数，现罗列如下:

一、西城 计米二十万零六千斤 放二万零八百六十一户( 放小米面价，洋九千九百零三元五角六

分) 。
二、东城 户数未报 但有钱款数七千七百九十六元二角八分六厘 ( 笔者按钱款数估计约放一万

户) 。
三、北郊 现洋三千八百零六元二角三分，四千六百四十一户 。
四、西陵 事务所经放小米价，洋二千九百七十二元。小米六万斤 放二千零五十五户。
五、东陵 事务所经放现款，洋四千四百八十五元四角一分。三千四百二十六户。
六、三山 户数未报 事务所经放小米价，洋一千九百三十一元八角五分( 笔者按钱款数估计二千

户左右)

按上列数据，东城与三山两区施赈的户数虽没有统计数字，但因有施赈的金额，故可根据其他

区域的户数与施赈的金额比例进行推算得其户数，最终东城、西城、北郊、东陵、西陵、三山等六处共

施赈京旗 42 983 户，以每户人丁五人计，④则施赈“极贫京旗”的人数则在 21 万多人。同时，这一

《报告》为首次报告，尚有密云旗人的数据未见载记，所以具体施赈人数恐又不止此数。由此可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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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极贫京旗”的人数在 20—24 万之间是合理的，与《申报》推论 70%—80% 旗民转型普通劳动者

相符。
可以说，在我们没有发现《报告》这一重要文献，以及通过整理这一《报告》来确定“极贫京旗”

的人数及施赈过程之前，对于罗振玉发起“京旗义赈”的规模及过程的认识是粗浅与零散的，对这一

活动的意义的理解更是模糊不清。通过对《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罗振玉致

金颂清信札》《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徐乃昌日记》等文献的对读与互证，基本还原“京旗义

赈”规模及过程时，罗振玉作为慈善家的身影以及“京旗义赈”背后所错综的多重意义才变得清晰

起来。
以罗振玉为例，从起初变卖“长物”以私力赈灾，到后来鸠集同志协同赈灾，直至成立“极贫京

旗生计维持会”以谋京旗生计之永久，这些事项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无处不有罗振玉悲天悯人的身影

与救民于灾难的实际行动，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面对多达 20
余万的施赈旗民，真正要将这一扶危救难的善举落到实处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所要耗费的

财力、精力与人力，不要说是罗振玉这样赤手空拳的“穷措大”，就是换成以当时的政府这样的国家

机器来倾力为之，其效果如何恐也难说。所以，在看到罗振玉个人的决心与勇毅的同时，也要看到

“京旗义赈”中与罗振玉并肩施济的诸多同道中人的奉献与努力，以及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其

他慈善组织的互助。如在罗振玉致金颂清信中就曾言及诸多热心毅力者，“北京有文阁学之认真、
金息侯之智勇，沪上则有公与积翁之热忱、盛夫人之乐善”云云，①给予鼎力相助。而“京旗义赈”事

业还得到其他慈善机构的援手，如上海的劝捐活动就是以毗陵盛氏广仁善堂为基地而展开的，罗振

玉 1920 年 11 月 4 日晚在上海先后会晤济生会、华洋义赈会和慈善会相关人士并获得他们巨额捐

款。上海仁济善堂、旅沪皖赈事务、天津南商急赈会、中国红十字会京兆分会、华北救灾楞会、华北

义赈会、上海盛氏广仁堂、“京旗义赈”上海分会都曾慷慨捐助，其中“京旗义赈”上海分会在冯煦主

持下贡献最大，先后捐款达十万之巨。而“京旗义赈”在北京放赈的过程中，京师贫民救济会也承担

了部分任务。
综上可知，在厘清 1920 年“京旗赈灾”的起因、过程后，罗振玉作为发起人与主持人的首善之功

自不待言，且其身后不但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勇于奉献的慈善家共同努力，还得到一批与“极贫京旗

生计拯救会”性质相似的慈善机构大力支援，最终才能取得“京旗赈灾”的成功。

三 “京旗赈灾”的遗产

在 1920 年秋冬间的华北赈灾救援活动中，罗振玉所主持的“京旗赈灾”活动只是众多慈善施赈

活动中的一支，只是，由于罗振玉及其同道计划周翔，对象明确，任事者全力以赴，施救效果相当成

功。可以说，在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慈善活动中，“京旗赈灾”慈善救援活动实绩杰出，遗产颇丰。
遗产之一是举办展览会出售金石书画展品成为民国学者、书画家及收藏家等知识人筹款义赈

的主要方式。以罗振玉为例，在“京旗赈灾”之后的慈善义赈中仍不乏他活跃的身影，除极少数直接

捐赠善款之外，更多的还是举办展览会出售展品以筹款。展品门类更多，甚至有较强的学术性。以

1924 年吴宝炜主持的“河南筹振金石书画展览”②为例，本次展览会罗振玉提供筹赈的展览品尤为

丰富，不仅有他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还有鼎、鬲、彝、敦等青铜器以及石造像、铜范、铁券、铜权量等

各类古器物共 129 件，敦煌写经、日本古写本、中国传世名家稿本及题咏册 72 件。显然，罗振玉在

“京旗赈灾”展的框架基础上，又结合他在古器物及古文献方面的最新收藏与研究，进一步拓展展品

门类，从而将义赈展览会办成结合书画、器物、文献等多种门类的中国古代文明学术展。这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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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劝捐效果虽然未必比“京旗赈灾”展明显，但是罗振玉“寓展于学”“以振兴学”的用心又是

“京旗赈灾”展所不具有的新意。
另一遗产就是“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一慈善机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本是为 1920 年

“京旗赈灾”而创设的，赈灾结束后继续开展相关慈善事业。究其原因，实是罗振玉清醒认识到“京

旗诸人，但能免须臾之死，实无一人可以救活。故一面筹急振，一面设法作持生计”，所以，罗振玉富

有创见地设立“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现代慈善教养救助机构，并对该会进行了系统规划:

“本会经费募诸慈善家所筹生计，约分五项，曰银行，以孳生财力; 曰移垦，以图根本救济; 曰手工传

习所，教以艺术; 曰介绍职业，导以食力; 曰贞苦堂，以养孤寡。”其中“手工传习所”与“贞苦堂”均有

专门章程以规定宗旨与行动范围，银行一项也有金梁为之谋划。至此，1920 冬的极贫京旗赈灾也就

升级为有恒产支持的系统性慈善事业与工程，在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中对此亦有详述:

现创织局、印刷局各一所。织布资本万元，各银行家任之，已有成说。印局半商股半慈善

股，至少须二万元，尚无确款。又分设至小工厂数所，教以极简易之手工，并介绍职业，令得食

力。此维持下级之生计也。设文课，月一校艺，以育奖养寒儒而拔其尤者，荐笔墨等事。至某

侯裔、内学、侍卫、佐领等，则设北方工厂，分请任以简易之职事，月薪二三十元，俾可粗给。又

立贞苦堂，收宗室孤寡，以肃邸之婶母及寿伯弗夫人任其事( 以皇家声誉所系，不能明言，但称

京旗贞苦堂第一堂) ，给以月廪，俟会中财力稍裕，再设第二第三堂，乃并及庶氏。此维持上级

之生计也。至根本救济，则在圣君徐图巨款，乃能举行，今所图者，乃所谓慰情胜无而已。①

从“设立织局、印刷局及分设小工厂，教以极简易之手工，并介绍职业，令得食力”，到“设文课，

月一校艺，以育奖养寒儒而拔其尤者，荐笔墨等事”，再到“立贞苦堂，收宗室孤寡，给以月廪。”其策

划周全、设计合理无不体现出罗振玉的思维缜密与细致。当然，制订计划非难事，难的是去力行，而

罗振玉做事之最大特点就是勇于任事的力行。上述中最难之务莫过于开设工厂，比如上面提及设

立的印局，在施振的同时，就开始委托金颂清与丁辅之接洽，商议与中华合资开设印局一事:

前与丁辅之兄议与“中华”合资，现拟以六万元设“局商股”，与“慈善股”各半，“中华”出

石印、铅板、玻璃板各机器及铅字、照相铳等，善会出资。请一商辅之兄，若“中华”情愿，请开一

清单来( 照乞写价) 为荷。②

丁辅之兄“宋版活字”前言五种字模，合计万元，即以此入股。弟即先办铅印一部亦可，不

必更与“中华”相商。现北京所立工厂皆名“博爱”，此“仿宋活字”即名“博爱印刷第一工场”
( 明春即须开办) ，但字模恐非一时能成，□有先寄铅字一请与辅兄商之。③

由此可见，为谋“京旗赈灾”的长久之计，罗振玉努力践行计划时不仅落到实处，而且特别关注

细节。那么，经历赈灾直至生计维持会的创设，罗振玉对此的认识与评价是:

弟于此会，殆具乐观、悲观两境。悲观者，悲力少任重，此事竟无穷境，但有进一步是一步。
乐观者，各处有热心毅力者诸君倡导此事，北京有文阁学之认真、金息侯之智勇，沪上则有公与

积翁之热忱、盛夫人之乐善。总之既任此事，险阻艰难皆所不避，期与公等协力，至我生之末日

为止。④

私人信件中这样的表达，既让我们知晓罗振玉对此事之态度与决心，也让我们比较真切地了解

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的个人品操。当然，罗振玉也清醒地看到愿景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力少任重”
而“事无穷境”当然不免悲观。尽管旗民京赈的后继之事有极周全的规划，事情的进展其实并不顺

行。罗振玉在《集蓼录》中并不讳言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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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罗振玉致王国维》( 1920 年 12 月 3 日)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

维往来书信》，第 507 页。
丁小明整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17 辑，第 154 页。
丁小明整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17 辑，第 152 页。
丁小明整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17 辑，第 148—149 页。



明年，于天津设“博爱工厂”一所，会绅金息侯少府梁倡议维持生计必须由银行入手，少府

乃于义金中提出五万元，并招集商股为“东华银行”，自任其事。至每年冬，例办急振。津厂初

设织布、织带、织巾、织簾、制漆布沙纸诸科，后生徒再毕业，乃罢诸科，专设印刷科。经费不足，

募商股及慈善股充之。津厂初赁屋充用，后乃于河北购地建房。并议于京师设“贞苦堂”以恤

孤嫠。乃银行以连年遭兵事折阅，不能进行。印刷厂则以津沽为商业地，文化未开，印书者少，

由予出资印行古书籍以充厂用。及予移居辽东，津厂不能兼顾，遂停止。此会先后垂十年，终

以费绌不能发展，予对义捐诸人，负愧无地。若尚得苟活数年，终当补偿折阅。①

由此可知，“博爱工厂”“东华银行”等皆因诸种现实之问题而陷入困境直至停止。如“博爱工

厂”在天津、河北动工建厂，中设织布、织带、织巾、制漆布、砂纸、石棉枕及印刷诸科，由罗振玉四子

罗福葆住厂督理。由于对商业不在行，技术不过关，产品销路停滞，搞了几年，维持不下去，最后只

保留印刷科。印刷科则“以津沽为商业地，文化未开，印书者少”的原由，进展亦不顺行，最终因罗振

玉移居辽东而停止。“东华银行”则在“每年冬，例办急振”，最终亦是“以连年遭兵事折阅，不能进

行”。
尽管“京旗赈灾”中“以图根本救济”的工赈事业陷入停顿，“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史仍然

有着别样的意义。在 1920 年秋冬之际，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就曾呼吁: “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

希望商民之努力。”这一呼吁其实透露出一种愿望，就是当政府主导的官赈面临失效的情况下，中国

需要一种的新社会力量来主持拯救千万灾民的重任，“京旗赈灾”正是在这背景下奋然而起，经主持

者罗振玉等人奔走呼号，联络多方面力量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救荒活动，较之 1920 年同期的义赈，

“京旗赈灾”无论在动员规模、拯济对象、组织结构，还是赈灾机制方面，都有着显明特点。如拯济对

象极贫京旗的人数，据本文统计达 20 万左右，占当时北京总人口 17%左右，这一人数在慈善专项拯

济中亦属于大型规模。组织结构上，北京设立“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总会，上海设立分会，南北遥

相呼应。北京总会在结构上又有细化，即按区域设立施赈分区与事务所，并确立相关负责人以负责

各分区的具体放赈工作。当然更为难得的是“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的后继工作，急赈只是救人于

一时，如何将慈善事业长久地维持下去，“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的系统规划与工赈实践在当时亦是

超前与突出的。李文海在他的荒政研究中指出，1921 年的华北民间救荒活动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的新纪元，“这次救灾活动并不仅仅是以保全民命为目的，此次救灾之特质，不仅苟免生命之损失，

而实进步而增进建设之宏业，而是通过以工代赈的举措，把救急治标的赈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

建设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民众的减灾能力”。② 以李文海这一见解来反观“京旗赈灾”及其

后继工赈的种种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京旗赈灾”活动可称中国现代慈善事业新纪元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最后，“京旗赈灾”与民初时局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尽管罗振玉、柯劭忞等人已申明

“京旗赈灾”作为慈善活动的超越性，其目的“不关系政治”，宗旨只是“专谋维持京旗贫民筹设各种

生计，俾得自食其力”，笔者却以为在“京旗赈灾”这一慈善活动在创设与开展的过程中与政治有着

极其微妙的关系。“京旗赈灾”组织者与主要参与者罗振玉、柯劭忞、冯煦、宝熙、方若、文海、徐乃

昌、陈夔龙、李钟凯、商衍瀛、奕元、郑孝胥、沈曾植、荣深等人，不但曾同为前清官吏，而且进入民国

皆不出仕，他们这种以清遗民自居的身份认同背后其实潜伏着共同的政治认同，换言之，真正发起

与推动“京旗赈灾”进程的其实是一直对民国政治持批判态度的清遗民群体。他们“愚忠”的政治

态度代表一股与世相违的保守主义，这一群体在 1917 年宣统复辟中曾一度登上历史前台，旋又被

逐出民初政治的主流地带，以至于在较长时间内被打上“遗老遗少”的负面烙印，从而使得我们很难

以公正态度来看待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所幸的是，本文对“京旗赈灾”事件的还原提供了重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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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 161 页。



识清遗民群体及其在民初时局作用的机会。以往研究对清遗民群体的讨论多侧重于政治与文化层

面，甚少有从经济或社会活动层面去探讨这一群体者，“京旗赈灾”这一案例则我们看到民初的清遗

民群体不但有着相当社会活动与经济动员能力，而且他们在慈善活动中的担当与奉献可以校正过

往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颇之处。
民初尽管因为宣统复辟的失败，让清遗民群体复辟清室的志业遭遇顿挫，社会声望亦受到大

损，但“京旗赈灾”一事则证明他们并未就此消沉，以罗振玉为代表的清遗民群体在时隔三年后通过

慈善的方式成功表达他们济世救民的抱负。尽管他们的慈善救济对象与他们的政治认同之间有着

一致性，不过慈善救济活动本身所维系的人道主义的超越性又让人多少会忽略这种一致性，这或许

就是“京旗赈灾”摇摆于政治与慈善之间的微妙之处。所以说，1920 年罗振玉所主持“京旗赈灾”的

成功不但部分挽回了清遗民群体因宣统复辟而受损的社会声望，他们对民生的关怀与贡献也一定

程度上舒解了与民初主流政治的紧张关系，并由此为北京旗民的生存及未来重拾信心。

( 责任编辑: 沈 洁)

( 上接 123 页)

短短三代人，便实现了一个家族从边缘到中心的蜕变，其间固然有程氏家族数代人的力争上游，但

更重要的还拜近代中国极富戏剧性的世事变迁与世风剧变所赐。其中，庚子国变正是一个关键节

点，而程遵尧在庚子国变中的所作所为，以及北京官绅商民对于程遵尧的借重乃至依赖，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视作一个新时代开启的端倪和预兆。

( 责任编辑: 杜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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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orked for the German，did his utmost to protect Chinese residents in the German concession． After
the Rebellion，Cheng and his family rose to prominence．

Adherents of Qing，Imperial Guards，and the Early ROC: Luo Zhenyu and the 1920 Disaster Re-
lief Performed by Survived Imperial Guards DING Xiao-ming
The gentries among adherents of Qing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modern Chinese charity． Luo Zhenyu
was one of them． The present paper，digging into newly discovered primary sources regarding the 1920
disaster relief performed by survived imperial guards，sheds light on Luo as a philanthropist 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adherent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Origin and Connotations of Hu Shi's Concept of Tolerance
HUANG Kai-feng

The present author analyzes how the Western books such as John Morley's On Compromise，John S． Mill's
On Liberty，and F． A． Hayek's Road to Serfdom influenced Hu Shi's conception of freedom，tolerance and
democracy． He points out that the Hu Shi-esque reconstruction of freedom and tolerance contradicte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u lived and vice versa． The present author goes further，setting forth the connota-
tions of Hu's conceptions．

State Building，Public Participation，and Freelanced Workers: The Case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Accounts，1925—1949 JIANG Wen-jun
The present paper，challenging the study that procrusteaniz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rmediate social or-
ganiz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applies a new model known as social power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Accounts ( SAA) ． In doing so，it sheds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Where SAA is concerned，SAA itself and the
ruling Guomindang shared the common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ter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xtend downwards the state power．

Rethink: The Model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Factory and People's Commune in Early Third-
Line Construction，1965—1966 LI De-ying，SU Xin-yue
The model was proposed by the Southwestern Bureau of the CPC's Central Committee． It was first put into
practice in Guang'an，Sichuan． Then the model was promoted nationwide by the end of 1965 and played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the early Third-Line Construction． Nevertheless，the model had its own problem，

which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ideal of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sim-
ultaneously and the reality of limited resources．

Food Supply Chain Serving Workers of Minor Third-Line Construction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Case of Sanxin Factory of Huanren County，Liaoning HUANG Wei
The food supply chai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workers of minor Third-Line Construc-
tion． Nevertheless，the propaganda emphasizing on work rather than on life made the workers' concern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less justifiabl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is issue by dissecting Sanxin Facto-
ry． It points out that it was not the grand political goal but the care about basic interests that determined
the changes of workers' con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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